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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土地学研究及土地资源利用实践的拓展 [1]，

对被用于提供生态服务①的土地资源，土地资源法律

是否应作出更新，使生态用地成为《土地管理法》规定

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②下的新土地用途类型？基于法

学视角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比较有限。生态用地呈现

出在社会现实中深刻渗透、在法律体系中呼之未出的

状态。需要究明生态用地是否应成为法律意义上的

土地用途，甚或进一步，需要提出“生态用地”法制化

的制度设计对策。

2　生态用地法制现状之解释与反思

法律解释，是在一定范围内对现行的、实在的法

律进行梳理和阐释，使法制现状被更清晰地了解 [2]。

而基于对现状的澄清，现状之问题及其反思得以呈现。

2.1	 生态用地法制根本问题：规范与现实反差

生态用地在《土地管理法》中并没有对应的法律

概念，它被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划分为农用地、建设用

地和未利用地。这种划分意味着生态用地的生态服

务功能得不到法律制度的识别，造成了生态用地法制

与生态用地现实间的反差，围绕《土地管理法》第 4 条

第 3 款阐述如下。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每一种土地资源有且仅有

一种法定用途。首先，农用地被明确规定为用于农业

生产的土地，虽然农用地和生态用地承载的自然资源

相似，但农业生产的内涵是蓄养动植物并利用其生长

发育规律收获农产品，收获生态产品不是农业生产的

内涵，因此不宜认为农用地的范畴涵括了生态用地③；

其次，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其中

的瞻仰景观休闲用地看似可以囊括生态用地，其实不

然，瞻仰景观休闲用地都是因为有人工建筑物或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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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存在才能被归为建设用地，而对大多数生态用地

而言，人工建筑物或构筑物对生态服务功能的实现往

往是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可见生态用地与建筑用地

的本质内涵有明显差异；再次，虽然未利用地指农用

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但生态用地不应被归入未

利用地，因为未利用地表明了土地资源“暂未被开发

利用”的状态，其内涵与具备明确使用目的的生态用

地不符，且关于农用地、建设用地条款的列举式规定

压缩了未利用地条款的兜底范围。

目前对生态用地依赖一种不完全的法制实践保

护。不完全，指虽然现行法制不能对生态用地进行妥

当识别和管理，但是生态用地之保护、管理等社会关

系可由生态保护红线、生态保护补偿、自然生态空间

用途管制等政策进行筛选和识别，并得到依法调整①。

部分在土地用途分类中属农用地或未利用地，但在生

活事实上是生态用地，其生态服务用途受法律确认的

行政权力的保护，而这些土地资源法定的农业用途、

待开发利用用途或转用渠道，在事实上部分或完全不

能实现。

在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方面，《关于划定并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以及《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

南》第 5 条规定，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

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

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确保生态功能不降

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方面，《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规定，生

态补偿机制分森林、草原、湿地、荒漠、耕地等地域分

别设定了停伐、禁牧、退耕还湿、沙化土地封禁、退耕

还林还草等生态补偿适用条件，该机制与《全国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相适应，后者规

定“严格控制对天然林、天然草场和湿地等基础性生

态用地的开发利用”“禁止可能威胁生态系统稳定的

各类土地利用活动，严禁改变生态用地用途”。自然

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方面，《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办法（试行）》规定“严格控制各类开发利用活动对

生态空间的占用和扰动，确保依法保护的生态空间面

积不减少，生态功能不降低，生态服务保障能力逐渐

提高。”进一步，这种对生态用地的政策保护，透过《土

地管理法》第 5 条行政职能授权规定、以及《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第6条用途变更审批规定得以依法实施。

2.2	 规范与现实反差的出路：规范的更新

当规范与现实存在反差时，既可认为实践需要被

规范纠正，也可认为规范存在滞后，需要参考实践形

势作出更新。具体到本题，这种错位反映出了规范的

滞后。根据 2017 年 5 月颁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

理办法》第 37 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应当包

括生态用地保护落实情况。这条规定将生态用地与

建设用地、耕地和基本农田并列，作为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实施评估的基本内容。这是“生态用地”表述唯

一一次在土地资源法律体系中出现。基于此，前节所

述的生态用地法制化的不完全状态不宜长期持续。

一方面，随着意欲明确“三生”空间开发管制边

界②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推进，可以预期相应的规划管

理法制将随之更新，并吸纳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

理办法》中对生态用地的关照，目前需要尽快对生态

用地的法律概念提出具备实践性和法秩序融洽性的

法律规定，否则未来依法进行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

估，将继续依赖下轮规划周期中相关政策对生态用地

的界定，这将造成法律与政策间规范与被规范关系的

缺失甚至颠倒，或造成规范内容的抵牾。从更深层次

看，国家对生态用地的调整方针若长期在法治轨道外

运行，持续依赖政策修正土地资源原先的法定用途，

未来可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融洽推

进。另一方面，这种法制化的不完全状态难以弥补当

前生态用地规制中的功能性欠缺。在规制范围上，生

态保护红线制度及其相关政策划定的是维持国家生

态安全的底线③，但全国对土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的

合理需求渐增，在底线之上有大量土地资源的生态服

务功能有待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关照④。在规制严密

性上，诸政策划定的限制开发区域内的土地资源在具

体地块上有各自法定的用途和开发规则，同时其中相

当部分土地资源根据政策确实需要用于生态服务功

能。由于土地资源生态功能评估是定期的而非即时

的，在土地管理中各级行政决策者难以获知针对具体a

①诚然，自然资源保护区制度、风景名胜区制度、国家公园制度有保护生态用地的作用。但是，此三者是对生态用地之全局中的代表性局部进行特殊
保护，这种模式难以扩大至生态用地在全局层面的识别和管理，否则将违背此三者的制度目的，同时造成管理机构和成本的大量膨胀。此三项制度进行代
表性保护的依据，参见《自然资源保护区制度》第 2 条、《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第 8 条、《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第 4 条。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开发管制边界”。
③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总纲部分规定：“生态保护红线是 ……，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④例如城市生态用地就是一种典型的底线之上的、但又亟需被识别和保护的生态用地。参见欧阳志云等，《北京市生态用地规划与管理对策》，载于《生

态学报》2015 年第 11 期，第 3778～37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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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决策对红线内区域整体生态功能造成的影响，

但其在生态保护红线的约束下又承受着考核压力①。

决策趋向合理的前提是对决策风险的探知 [3]，决策风

险未知的状态可能造成决策者在限制开发区域的划

定和实际管理中冒进开发或对合理开发不作为。将

土地资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明确到地块的法定土地用

途，让生态保护红线等实践基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

语言和规则进行调整，才能在组成限制开发区域保护

“面”的同时指明其中可开发的“点”，同时使土地开发

得到法律清晰的风险警示和行为规制。

需要指出的是，规范滞后的困境可以被法律解释

凸显，但难以被法律解释消解。因为解释不能完全弥

补现行法律的瑕疵，划分生态用地的目的不是修辞上

的区分，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对土地生态服务功能进

行规划和利用。比如尝试通过“生态农业用地”之类

的概念建构，将生态用地解释为农用地的子类，即使

把生态用地划入农用地或建设用地，它也会因为自身

的实践特性和制度安排呈现出独立性，可见生态用地

法制的出路是传统法制的立法更新。诚然该判断可

能会面对质疑。比如，对土地资源生态功能的实践价

值是否是短暂的？其指向的根源是土地资源法律制

度进步之必要性问题。这类质疑观点当前缺乏、甚至

背离了理论认识和实践趋势，生态用地法制化的制度

变迁趋势应该得到肯定。

3　土地用途管制的立法分析

立法学分析，本文指在立法问题中从技术角度通

过分析提供合用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秩序 [4]。生态用

地虽然还不是法律概念，但生态用地所指的土地资源

目前是受法律调整的，不存在亟待填补的法制空白，

存在的是有待提高的法制状态。本题的立法分析不

应止于呼吁设置新的法律概念，而应解决土地资源法

制新旧样貌间过渡的问题，即需要在现状解释的基础

上，说明解决现状问题的思路。思路的提出不仅需要

考虑生态用地的实践特性，还要考虑现行法律的制度

内涵，因为当前土地资源法律规范着宏大的土地资源

分配秩序，推进生态用地法治不能将现行立法秩序打

乱洗牌。土地用途管制是《土地管理法》的基本制度

内容，是当前中国土地资源分类管理和规划利用的基

本抓手，生态用地作为一种潜在的新土地用途类型，

其法制形象需要在既有土地资源分配格局基础上，符

合土地用途管制立法逻辑，在法理和实践脉络延续的

前提下进行稳健的演进，尽量减少转型成本。

3.1	 土地用途分类的立法逻辑

土地用途分类机制蕴含了土地用途管制立法逻

辑的静态方面：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一个由主观用途

设定逐层类型化，并在最细节层面通过客观利用现状

进行统计和管理的土地用途分类框架。具体层次如

下：首先，由《土地管理法》第 4 条规定三大用途类型；

其次，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第 2 款：

“土地分类和划定土地利用区的具体办法，国务院土

地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授权行政

部门进行用途细分；再次，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经授权

制定《全国土地分类（试行）》；最后，由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提出并归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对前述

分类进行细节性解释与衔接。静态的土地用途管制

立法逻辑两个内涵：（1）某个土地用途所指土地资源，

在客观能在满足有权设定者在主观上对某个范畴内

的土地资源的功能设定，如果土地资源的功能不是有

权设定者的设定，或者土地资源自身不能满足被设定

的功能，该土地资源就不会被《土地管理法》划为土地

用途；（2）同级的土地用途不相互涵摄，如果能被某

个母类涵摄，则不能被母类的其他同级分类涵摄，以

此类推，直至被最小子类涵摄，如果某种土地用途类

型无法归列，且归入兜底类型中后仍然不妥，则只能

归为一种新的土地用途。

基于此，本文不赞同具备生态价值的非耕农用地

应当然地成为法律概念上的生态用地 [5]。本质上，一

种土地资源的用途和类属，是由《土地资源法》授权

的公权力机关对土地资源社会功能的设定决定的，并

不取决于土地资源的自然属性。诚然，土地资源的客

观自然属性是功能设定的重要参考，但始终不是功能

设定本身，正如城镇化建设中，人们往往不会围绕一

片土地的肥力来判定它是否应当是农用地，而一片土

地是否是建设用地，也不会取决于目前此地是否有建

筑物。

3.2	 土地用途变更的立法逻辑

土地用途变更机制蕴含了土地用途管制立法逻

辑的动态方面：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一个按照市场机a

①《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第 13 条规定：“……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定期组织开展评价，及时掌握全国、
重点区域、县域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状况及动态变化，评价结果作为 …… 实行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的依据，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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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不同的土地开发利用方案将土地用途分类，并按

照前述用途分类矫正市场失灵趋势，依法对不同的用

途变更路径采取限制、鼓励或中立的价值权衡系统。

土地资源的生产资料属性决定了经济理性会在

土地使用方案间进行收益比较，具体时空下的土地资

源的收益在投入具体的开发方案之前是未定的，直至

它们被充分开发而生产出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

收益总是追随着市场价格，正常情况下生活资料需求

是原始需求，生产资料需求是派生需求，因此生活资

料的供求和价格直接影响生产资料的供求和价格 [6]。

通过对土地资源产品的在市场机制下的价格比较，可

以得出符合经济理性的土地资源利用方案；通过土

地使用权流转与用途变更，基于市场机制得出的土

地利用方案得以实施。然而，“市场失灵的本质在于

市场的内在缺陷以及经济人的利益失衡”[7]。土地资

源的市场机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市场失灵现象。在

法学视域下，对此需要关注的是：市场失灵由于资源

配置的不效率 [8]、或市场运行系统不理想 [9]、或者由

于背离了社会价值导向 [10] 而应该被公权力矫正，在

这个的意义上，合法理的矫正制度提供的是与市场失

衡趋势方向相反的调整。可见，土地用途管制的价值

权衡系统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价值位阶体系：（1）不同

土地用途下，不同的土地资源产品产生的经济价值位

阶体系；（2）前述位阶体系产生的市场失灵压力背景

下，土地资源法抑制市场失灵趋势而产生的矫正位阶

体系。

以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制度史为例对立法逻辑

的演绎进行说明。从 1988 年至今，土地资源管理法

律体系均在对土地资源农业功能向建设功能过度转

化的市场失灵趋势进行矫正，以防诸多社会问题的激

化。在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土地资源产品的经济

价值位阶体现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利用土地资源

的方式之间的时代性差异，这在各地土地利用效率统

计（如地均 GDP）中可证。那么，在矫正位阶上，为抑

制经济价值落差带来的市场失灵压力，法制对农用地

转用为建设用地的趋势进行了抑制，具体表现为规划

审批、占地补偿、占补平衡等规制框架。申言之，建设

用地作为一种现代化的土地利用方案诱发了土地用

途管制制度的更新，以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平衡，从

脉络上看，当出现了新的具备时代性差异的土地资源

利用方案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矫正内容就应相应

更新，以图实现资源配置的再平衡。

3.3	 部分制度细节的立法逻辑

（1）对耕地制度的细节进行分析。耕地是个具有

特别意义的用途类型，关于耕地的保护模式反映了土

地用途管制下对特定土地用途类型进行特别保护的

立法逻辑，对本题具有两点借鉴意义。第一，审批严

格程度整体更严，基于保证粮食安全的基本国策，对

耕地进行分级保护，对基本农田进行严格保护，原则

禁止基本农田转作它用，适当允许一般耕地的转用。

在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策的背景下，这种层次性保护

原则值得借鉴。事实上，这在《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

实践过程中已经积累下类似的工作经验 [11]。第二，量

质维持以及占补平衡原则，由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出发，指标层层下达地方，保持全国耕地的数量和质

量的总体稳定，各省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对稳定。该

制度长久地保护了国家粮食安全 [12]。对于生态用地

制度设计其借鉴意义在于，可以在对生态用地进行审

计的基础上，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生态用地的保护

面积和质量标准。

（2）对未利用地制度细节的分析。基于未利用地

的立法逻辑，本文不赞同未利用地应被生态用地替 

换 [13]，理由有二：第一，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4 条规

定，“未利用地是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这

赋予了未利用地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中类似兜底条

款的地位，兜底条款有助于缓解法律滞后性，维持法

律的稳定性 [14]。为避免中国的某种土地资源因制度

设计失误脱离《土地管理法》的规制，有必要利用未利

用地作为兜底分类确保规范严密。第二，未利用地是

国家土地资源的储备池和资源分配的缓冲区，人类并

非将一切土地资源都进行了开发和利用，不能保证未

来土地利用的主要方式只有农用地、建设用地、生态

用地三种。诚然，相当一部分现有未利用地确实有生

态服务功能 [15]，可以预见，未来生态用地将对现有未

利用地所指范畴进行分割，但分割不等于整体取代。

否则，未来再有新的土地功能研究发现，或者出现了

继续开垦拓荒的现实需求，将不得不对已利用土地进

行切割，出现激烈的价值观论争和现实利益权衡冲

突，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击，保留未利用地用途，可以

在引入新土地用途时缓解土地资源分配紧张态势。

4　生态用地法制形象的形塑

基于生态用地法制现状困境的出路，以及对土地

用途管制的立法逻辑梳理，对生态用地融入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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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制度后的法制形象进行阐述。

4.1	 作为新土地用途分类的生态用地

生态用地是一种与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相对独立的土地用途，不可能从属于后三者。虽然生

态用地的生活事实在《土地管理法》中被碎片化，且

在法律事实上其生态服务功能特征被消解分割为诸

多其他用途，但是，生态服务功能是有权设定者对土

地资源设定的一种功能，其功能在主观角度已经被生

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所设定，而且这

种生态功能在客观角度已经得到科学实证的普遍证

实。且前文已经分析过，生态用地的生态功能内涵没

有被任何现有土地用途涵摄。基于此，生态用地是一

种新土地用途，在用途分类层次上为一级分类。

4.2	 生态价值具备区域内整体性的生态用地

生态用地以及生态用地次级类型的划分之直接

根据，是公权力机关对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的设定与

利用，土地现有的自然禀赋只作划分时参考因素。具

体生态用地的生态服务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地理区位

才能发挥，生态用地涵盖区域可以是多种自然要素的

综合，作为有机整体它不能仿照农用地在行政辖区框

架下作几何切割。前文制度内涵部分已经分析过，立

法者需要从规范层面细化全国诸多特定的生态用地

的功能设定和保护层级，而不是对生态用地包含的自

然要素进行分门别类，把其作为整体的、地域性的存

在消解，诸如生态林地、生态草地、生态水域之类的划

分模式缺乏意义。要实现生态用地土地用途的价值，

在于把握土地资源配置中的社会公共利益权衡，构建

真正符合社会关切的生态用地分类体系，使生态用地

类型的划分可以反映出重要程度和具体功能的区别，

比如划定一级生态用地、二级生态用地、生态建设备

用地、污染处理用地等。

4.3	 经济价值引致市场失灵压力的生态用地

基于生态用地目前较低①的经济价值，在变更机

制上适当鼓励其他类型的土地转为生态用地，限制生

态用地转为其他类型土地，并探索从生态保护补偿、

碳排放交易权等方面拓宽生态用地的收益，以矫正市

场失灵可能造成的生态用地过度流失。生态用地提

供的生态服务的经济价值目前体现为财政补贴，相关

政策的试点经验尚不充分 [16]。生态保护补偿的广泛

性印证了前文对动态的土地用途管制内涵的分析，即

生态用地的土地资源产品与其他土地用途类型资源

产品间存在经济价值位阶差；而这种试点性市场价格

和政策补偿机制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不充分和不稳

定，也应证了该经济位阶差的时代性，即有意识地开

发、利用和保护土地资源的生态功能，以生态用地获

取生态服务产品并获取生态补偿是一种跨越了工业

文明，迈向生态文明 [17] 的土地资源用途方案。

4.4	 符合土地管理制度演进脉络的生态用地

首先，生态用地不能取代未利用地的用途分类。

其次，《土地管理法》有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

的，而生态用地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开发限制并适用

生态保护补偿，过多的生态用地将给财政支付和社会

运行造成过大压力。最后，《土地管理法》有保护农

用地特别是耕地的目的，作为不同于农用地的用途类

型，生态用地的出现客观上也成为了潜在的农用地流

失管道。综合以上三点，生态用地的初始规划量应根

据财政能力与社会参与力度，从关键地域开始划定，

其周期增量应基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控地分级逐

步调整，农用地、建设用地向生态用地的转化同样需

要受到限制。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生态用地应该成为法律

意义上的土地用途，相应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设计思

路为：（1）生态用地应该指用于提供生态服务功能的

土地资源，是由国家根据《土地管理法》可控有序地划

定并作周期性调整的，与农用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并列的一级土地用途类型；（2）生态用地分类的决定

性依据应为针对具体地理区域的、整体性的生态服务

功能设定，不受土地资源当前覆被的自然要素种类的

限制；（3）应限制生态用地被转用为农用地和建设用

地，生态用地下子分类方面可以划定特别保护子类，

进行更严格的转用审批限制；（4）生态用地分类不应

取代未利用地分类，同时应防止其他用途土地过度地

向生态用地转换。对照前文立法分析，在上述思路

中，前两者属于对静态层面的土地用途分类逻辑的演

绎，是生态用地在法秩序中必要的、相对于其他土地

用途的区分；后两者属于对动态层面的土地用途变更

逻辑的演绎，是在区分的基础上，土地资源在生态用

地与其他土地用途之间转换时应受的基本约束。a

①生态用地有潜力实现较高的经济价值，不宜刻板地认为生态用地当然地经济价值低下，需要生态补偿。本文介绍其经济价值目前较低，意欲随后指
出其在土地经济生活中的革新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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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土地管理法》的更新中确保这种区分及约

束的有效性，保障生态用地的法制实效，本文建议：

（1）建立土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量化管理机制，使生

态用地与其他土地用途的区分具备可操作性。目前，

判断具体土地资源是否按依法区分的用途使用，关键

途径是对该土地资源上实际发生的生产活动进行直

观定性，而生态服务与农业、建设活动之间的界限常

难以直观定性。一方面相当部分的生态用地不可能

完全排斥农业、建设活动；另一方面需要防范以生态

用地之名，行其他用途之实的情形。基于此，需要对

生态用地提供的生态服务进行量化管理，明确各类生

态用地的生态服务达标线，进而相应地明确对生态用

地对农业、建设活动的容许程度，便于对未能有效实

现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用地进行识别与整顿。（2）健

全土地资源生态服务功能经济补偿核算机制，通过动

态适应的经济激励，提高生态用地用途变更中法律约

束的实效。参考《广州市城市环境总体规划（2014-

2030）》，该规划将生态红线保护区分为“法定生态保

护区”及覆盖面更大的“生态系统重要区”，后者是环

境法律体系圈定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传统的

环境保护区域，即“法定生态保护区”以外的区域。可

以预期，生态用地所覆盖土地面积和居民人口，将大

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区等传统环保区域的覆盖范畴，

在立法要求和执法力度方面，生态用地将弱于传统环

保区域，政府有必要在传统的行政管制基础上引入社

会共同治理，赋予参与主体一定的经济收益权。对生

态用地所指的土地资源不予补偿或补偿不足，可能导

致生态用地生态服务功能被各土地权利主体排斥，行

政执法的制度成本过大；加大补偿或补偿过度，则可

能导致政府在规划、维持生态用地的工作方面缺乏积

极性和持续性，或者决策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基于此，

生态用地的有效管理需要一套公开且灵活的生态保

护补偿核算机制。（3）积极借鉴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试点成果。需要补充的是，生态用地的法制化作为

新近课题蕴含着强大的实践创新张力，对生态用地管

理制度设计的探索性应用将为生态用地的法制化提

供丰富启示。《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试行）》

及其试点方案已经出台，是一次生态用地管理制度设

计的重要试验，应做好专题调研，从中探知生态用地

法制化进程中的潜在挑战和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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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on of Ecological Land U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n Land Use Control

ZHU Rui

(School of Law,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whether the ecological land use should be legalized, and to give the 

corresponding advice on land use control. The methods used are hermeneutic analysis and legisl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ecological land use should be legalized. Statically, the ecological land should be a juxtaposition with the 

agricultural land, the construction land, and the unused land. The conclusive factor of the ecological land classification 

is subjective functions rather than natural factors. Dynamically, the land use control system is able to adapt to the land 

market failure related to the ecological land to restrain the decline of the ecological land use or its occupation of other land 

use types. In conclusion, th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 on the land administration law should be made stably. Meanwhile, 

we should refer to the experience in ecological value quantifica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ccounting and experiments 

of natural ecological space regulation to ensure effective static and dynamical control on the ecological land, and to ensure 

promptly optimization during evolu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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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promote conceptua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n flexibility and strengthening 

efficiency of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ma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The research method is to analyze the 

patterns of urban population flows in macro-scale an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of the extant construction land in micro-

scale, based on LBS data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heat map provided by Tencen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the 

conception of planning making should facilitate the dual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integrated with both goal and data 

driving, shifting from the experience judgment to the data support. 2)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constituted by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heat map in scenarios of both macro and micro scales provides support to the improvement in 

flexibility and strengthens efficiency of spatial planning making. In conclusion, big data techn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ritory spatial planning making, which requires more study in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major 

strategies such as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rural 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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